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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军　 　 艾玮炜

摘要： 本文基于文本分析法， 对 １６９ 个国家 （地区） ２００４—２０１９ 年的竞争条

款开展了水平测度， 实证考察了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的第三方信号效应对外商直

接投资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的投资促进作用会通过信号

效应扩散至非缔约国， 协定文本的条款深度越深， 东道国释放保护公平竞争的信号

越强烈； 实体类条款和程序类条款对引进外资的促进作用显著， 宗旨类条款不显

著； 呈现硬机制协调的欧洲模式对引进外资的促进作用显著， 具有软约束机制的北

美模式不显著； 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对东道国国内竞争制度具有信号补偿效应和

修复效应， 表现为竞争制度不健全、 政治风险高的国家 （地区）， 区域贸易协定竞

争政策的引资效应更明显。 对此， 我国需要对标高标准国际竞争规则， 加强竞争执

法的区域合作， 积极参与区域贸易协定竞争议题的构建， 完善国内竞争政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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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 市场经济越发展， 公平竞争就显得越发重要。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强化反垄断深入推进公

平竞争政策实施的意见》， 围绕 “强化反垄断、 反不正当竞争” “完善公平竞争制

度” “加强反垄断监管力度” 等问题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 进一步强化了竞争政策

的基础性地位。 与此同时，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贸易投资自由化发展， 反垄断立法和

执法中涉及的很多问题已经超越国界， 反竞争商业行为的弊端日益显露， 加强竞争

政策的国际协调成为一种必然。 正如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等 （２０１８） ［１］ 所指出的： “今天的竞

争政策不再局限于国内， 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法律和制度框架的一个基本要素， 反垄断

案件的 ‘国际成分’ 日益增加”。 对此， 我国必须密切关注国际竞争政策的新动向， 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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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使中国持续成为吸引外资的 “磁力场”。
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部长级会议最早在 １９９６ 年成立贸易和竞争政策专家

组， 研究贸易与竞争政策的关系， 探讨制定相关国际规则的可能性。 ２００１ 年多哈

会议明确将工作组的重心放在澄清核心原则、 加强对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领域的技术

援助和能力建设上。 然而， 由于成员方在这一领域的分歧很大， 最后不得不将竞争

政策议题从多哈回合谈判中取消。 因此， 竞争政策在 ＷＴＯ 多边框架内没有得到实

质性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 竞争与贸易的协调在区域合作框架内却充分彰显， 越来

越多的区域贸易协定以专章的形式规范竞争政策议题。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已通知

且生效的 ３５０ 项区域贸易协定 （ＲＴＡ） 包含竞争政策的有 ２５３ 项， 占通报生效区域

贸易协定总数的 ７２􀆰 ３％①。
与此同时， 区域贸易协定带来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引致成员方之间投资增

加的现象深受学者们的关注。 Ｋｉｎｄｌｅｂｅｒｇｅｒ （１９６６） ［２］基于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

效应， 率先提出投资创造和投资转移的概念， 认为区域贸易协定的签订与实施有利

于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的区内外流动。 在此基础上， Ｂｌｏｍｓｔｒöｍ 等 （１９９７） ［３］采用

案例研究的方式进一步验证了区域贸易协定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投资创造效

应。 但上述研究仅建立在两国模型之上， 尚未考虑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的第三国效

应， 越来越多的学者构建多国模型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企业生产与投资的影响

（Ｍｏｔｔａ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ａｎ， １９９６［４］； Ｐｕｇａ ａｎｄ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１９９７［５］； Ｍａｒｋｕｓｅｎ ａｎｄ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１９９８［６］）。 为进一步区分区域内外的劳动力成本差异， Ｍｏｎｔｏｕｔ 和 Ｚｉｔｏｕｎａ （２００５）［７］通过

构建理论模型研究南北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企业进行外商直接投资行为决策的影响。
与本文比较接近的是林梦瑶和张中元 （２０１９） ［８］的研究， 他们利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进行研究， 发现竞

争政策水平深度的提升对外商直接投资流量有明显的提高作用， 主要是有利于提高

外延边际外商直接投资流量， 而对集约边际外商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影响。 但是， 上

述研究仅能揭示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存在双边效应， 而未能从全球效应视角证明

投资的增加是否完全来源于实际受到保护的投资者 （Ｈａｌｌｗａｒｄ， ２００３［９］； Ｒｏｓｅ －
Ａｃｋｅｒｍａｎ ａｎｄ Ｔｏｂｉｎ， ２００５［１０］）。 对此， Ｋｅｒｎｅｒ （２００９） ［１１］提供了另一种分析思路， 签

订区域贸易协定需要承担较高的谈判成本、 外资管制权弱化成本、 争端解决仲裁成

本， 潜在的东道国如果签署了协定， 相当于向外界释放了改善投资环境、 保护投资者

利益的重要信号， 即区域贸易协定可能是通过信号效应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 签订区

域贸易协定的国家， 会向其他国家释放信号， 吸引未与之签订协议的第三方投资， 即信

号效应 （Ｅｇｇｅｒ ａｎｄ Ｐｆａｆｆｅｒｍａｙｒ， ２００４［１２］； 铁瑛等， ２０２１［１３］； 马亚明等， ２０２１［１４］）。
本文按照信号论的逻辑， 深入探讨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的信号效应对外资流入的

影响。 一方面， Ｇｒｏｓｓｅ 和 Ｔｒｅｖｉｎｏ （２００５）［１５］认为， 国际投资协定不仅是给予投资者产权

保护， 而且是东道国发出优化营商环境确保公平竞争的信号； 另一方面， Ａｌｌｅｅ 和 Ｐｅｉｎ⁃
ｈａｒｄｔ （２０１１）［１６］指出， 区域贸易协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积极影响并不完全来自于官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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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承诺， 还与签约东道国持续遵守条约的努力有较大关联， 即可信承诺。 其中，
Ｙａｃｋｅｅ （２００８）［１７］、 Ｔｏｂｉｎ 和 Ｒｏｓｅ－Ａｃｋｅｒｍａｎ （２０１１）［１８］根据投资者是否可以提请仲裁，
将信号划分为强信号和弱信号两种。 由于东道国存在外资政策动态不一致性的问题， 在

投资之前， 潜在的东道国会信誓旦旦地保证不征收外国投资费用， 但是投资完成后， 由

于产生高昂的沉没成本， 东道国有可能放弃早先的承诺。 倘若协定设置的条款深度

愈深， 违约的成本就越大， 区域贸易协定中高标准的竞争条款规则能够释放保护外

资的更强信号 （王光和卢进勇， ２０１６） ［１９］。 钟立国 （２０２０） ［２０］发现在区域贸易协定

中， 如果设立争端解决机制， 则意味着成员方愿意为此承担约束性义务， 第三方信

号效应更强， 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本文的创新主要在于以下方面： 第一， 与林梦瑶和张中元 （２０１９） 强调的承

诺效应不同， 本文认为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促进外资流入的关键在于信号效应，
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水平深度越深， 东道国释放保护公平竞争的信号效应越强，
越有利于吸引外资流入。 第二， 识别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对东道国国内竞争制度

的信号补偿效应和修复效应， 一方面， 制度环境差、 政治风险高的国家， 签订区域

贸易协定的投资效应更显著； 另一方面， 东道国倾向于通过制度性同构完善国内竞

争立法， 用区域贸易协定中的竞争条款直接规制国内反竞争行为。 第三， 基于区域

贸易协定数据库开展文本分析， 采用水平测度法衡量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的条款

深度， 克服了将区域贸易协定简单设定为虚拟变量所存在的缺陷， 有助于捕捉区域

贸易协定竞争政策中更具体化的内容。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 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的文本分析

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的文本是竞争规则的具象载体， 通过对文本的梳理， 区

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可以归纳为宗旨类条款、 程序类条款和实体类条款， 其宗旨在

于确保贸易自由化的潜在收益不被反竞争行为所破坏。 主要涉及的层面包括： 竞争

法案件的国际层面以及由此产生的溢出效应和管辖权冲突； 全球经济中扩大竞争政

策对知识产权的适用范围； 数字市场中垄断和维持竞争的可能性问题； 与国有企业

有关的问题， 产业政策的作用以及在新兴经济体中保持竞争中立； 确保全世界竞争

法执行中的不歧视、 透明度和程序公平。
１􀆰 竞争政策的具体条款

竞争政策的具体规定可以分为宗旨类条款、 程序类条款以及实体类条款三个方

面 （骆旭旭， ２０１１［２１］； 闻韬， ２０１８［２２］ ）。 其中， 宗旨类条款主要涉及合作和宗旨

两项条款， 是覆盖面最广的规定， 在已通知且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中有 ２３６ 项涉

及， 其目的是对竞争条款的目标与宗旨加以明确， 防止竞争合作的目的与宗旨因各

国的限制竞争行为遭受减损； 程序类规定系指缔约国竞争机构在执行方面的信息沟

通与合作的程序类规定， 具体细分为执法遵循的原则、 通知、 信息交换、 磋商、 技

术援助、 消极礼让以及积极礼让等七项条款， 程序类规定在已通知且生效的区域贸

易协定中有 １８１ 项涉及； 实体类规定系指缔约国关于竞争政策的明确规定， 在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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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且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中有 ２２６ 项涉及， 细分为通过或维持竞争法、 限制垄断协

议、 滥用主导市场地位、 企业并购控制、 授予职权、 国有企业非歧视性待遇、 商业

考虑、 垄断地位的利用、 国家援助补贴以及消费者保护。
２􀆰 竞争政策的核心条款

欧美国家为了巩固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主导地位， 倾向在竞争章节中纳入

横向原则类条款和国有企业类条款。 横向原则条款是指任何禁止反竞争的商业行为

均应符合透明度、 非歧视以及程序公平的原则， 主要包括通知和信息交换这两项条

款。 国有企业条款是在承认国有企业存在的前提下， 要求国有企业不得以阻碍贸易

和投资的方式进行运作， 在商业活动中不得享有特权， 政府不得向国有企业提供不

当支持， 从而为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主要涵盖非歧视原

则、 商业考虑、 补贴规则、 透明度和公司治理等内容。 欧美国家在国有企业条款的

内容上具有较高的重合度， 在规则的体系安排、 严格程度方面又存在较大的差异，
美国在其主导的区域贸易协定中构建以国有企业条款为主的竞争中立原则， 强调国

有企业的政府成分； 而欧盟强调以原有的竞争法规制国有企业， 并在世界贸易组织

框架内改良国有企业规则， 认为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平等地使用竞争法时仍需注重

平衡福利国家角色和市场公平竞争 （刘雪红， ２０１９［２３］； 孙晋， ２０２１［２４］）。
３􀆰 竞争政策的争端解决机制

争端解决机制主要是指缔约国允许通过磋商、 仲裁以及专家组程序解决等形

式， 为协定项下产生的争端提供有效、 高效和透明的规则与程序。 当区域贸易协定

竞争政策引入争端解决机制， 意味着成员方愿意承担该议题的约束性义务， 因此，
引入争端解决机制的竞争条款能够提供比一般性竞争政策更广泛、 更严格的实质性

保护。 本文分析文本发现， 在 ２５３ 项已通知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竞争章节中， 有 １０２
项协定文本单独提出争端解决不适用， 其中有 ８０ 项协定文本明确指出竞争章节均不

适用， 意味着有关协定的竞争政策不受法律上的约束， 尽管该协定涉及竞争规则相关

内容， 但是缺乏约束力的条款在实践中无法有效执行， 只能释放出不愿承担约束性义

务的弱信号， 留下竞争条款的烙印， 而不存在实质性保护作用 （钟立国， ２０２０）①。
（二） 信号传递机制下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的引资效应

在区域贸易协定中引入竞争条款， 目的在于通过反对国际贸易中的限制竞争行

为， 确保贸易谈判带来的利益不被侵蚀。 本文认为， 在区域贸易协定中引入竞争政

策， 不仅是向缔约国， 同时也是向非缔约国释放提供公平竞争环境的重要信号， 即

信号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属于深度一体化的合作方式， 存在高昂的沉没成本， 尽管

投资之前， 东道国政府可能信誓旦旦地向潜在的投资者承诺， 在竞争法执行中将严

格遵循非歧视、 透明度和程序公平原则， 然而， 投资一旦完成后， 东道国政府可能

会出尔反尔， 即东道国政府的最优外资政策存在时间偏好的动态不一致性， 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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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部分成员方对争端解决机制适用于竞争政策持保留态度， 他们认为竞争裁决属于司法裁决， 把竞争裁

决列入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的对象， 容易引起国家主权问题。 此外， 竞争案件一般比较敏感， 不太适合对基

于个案所做裁决的审议。 具体可参考尚明的 《反垄断———主要国家与国际组织反垄断法律与实践》， 中国商

务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 第 ２８０ 页。



贸易协定中引入竞争政策提高了东道国政府实施事后的 “机会主义行为” 的成

本①， 是东道国政府履行承诺的一种重要信号。 据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１： 区域贸易协定中的竞争条款会通过信号效应提高 ＦＤＩ 流入， 协定文本

的内容条款深度越深， 东道国政府实施国有化政策的成本越大， 信号效应越强。
信号效应的强弱取决于协定文本的内容深度， 一国缔结的区域贸易协定数量越

多， 标准越高， 涉及的内容越广泛， 愿意通过仲裁、 专家组等成本较高的方式解决

反竞争商业行为时， 缔约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实施国有化政策的成本越高， 越有助于

消除东道国政府事后的 “机会主义行为”， 解决其在 ＦＤＩ 进入前后的政策不一致性

问题。 换言之， 区域贸易协定是否涉及竞争条款， 条款的内容深度等为潜在的投资

者提供了信号， 投资者以此来区分东道国的特征类型： 一方面， 东道国为了在引资

竞争中取得优势， 倾向于在区域贸易协定中引入标准更高、 范围更广的竞争条款，
释放给予投资者更强保护的信号； 另一方面， 信号强弱为投资者区分东道国类型提

供了可能， 随着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的深化， 那些在未来可能选择不当干预外商

直接投资的东道国， 其成本越来越高。 综上， 如果一国缔结的区域贸易协定中， 竞

争政策的条款深度越深， 表明该国信守承诺的可能性越大。 因此， 区域贸易协定竞

争政策的引资效应， 其关键不在于事前的承诺， 而在于能够释放可信的信号， 任何

观察到深度化竞争条款的投资者都可能强化他们对东道国履行承诺的信念， 从而有

助于吸引外资的流入。 据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２： 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 （或称二次信号） 对东道国国内竞争法 （或称

一次信号） 具有补偿效应， 在竞争法不健全、 政治风险高的国家， 在贸易协定中

纳入竞争政策的引资效应更显著。
外商直接投资通常涉及高昂的沉没成本， 一旦投资完成， 制度环境差的东道国

可能放弃先前的承诺， 所以这类国家需要在区域贸易协定中引入竞争政策， 释放他

们不会对外资实施国有化的信号， 否则跨国企业不会将这类国家作为潜在的东道

国。 相反， 制度环境好、 信用等级高的国家， 本身就被投资者认定为 “可信” 东

道国， 并对这类国家具有较高的先验概率， 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对其引进外资的

作用不大。 因此， 国内竞争环境可视为一次信号， 竞争制度完善的东道国本身就是

投资者理想的投资场所， 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对其作用不大， 而对于那些内部制

度环境差的东道国， 投资者无法区分哪些潜在的东道国是 “可信的”， 哪些是 “不
可信的”， 需要引入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作为二次信号， 这与 Ａｌｌｅｅ 和 Ｐｅｉｎｈａｒｄｔ
（２０１０） ［２５］的竞争压力观点是暗合的， 即东道国环境越差， 议价能力越弱， 不得不

作出让步以满足投资者需求， 即一次信号失效的情况下需要二次信号补充。 因此，
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对于东道国内部制度环境具有补偿效应， 制度环境差、 政治

风险高的国家引入深度化竞争条款的动机更强。 据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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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制度经济学认为， 经济人在利己动机的驱动下， 会以狡黠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 会随机应变， 也会

投机取巧， 正是这些 “机会主义行为” 带来了合同风险， 使得问题复杂化。 机会主义行为又分为事前的 “机
会主义行为” 和事后的 “机会主义行为”。



假说 ３： 对于竞争立法体系尚未完善的东道国， 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对其国

内竞争政策具有修复效应， 即竞争政策条款的信号效应能够通过提升东道国的制度

环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流入。
一国建立有效的竞争机制是一个长期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国内竞争法与区域

贸易协定竞争政策之间是联动的， 区域贸易协定中的竞争政策对于一国的国内竞争

法具有示范作用。 面对不确定性， 一些国家倾向于模仿那些更成功的国家或者组织，
以此来节约搜寻和试错成本， 一些尚未建立国内竞争法的国家， 甚至直接将区域贸易

协定中的竞争规则移植到本国的竞争法中， 即模仿性同构。 现实中， 大多数区域贸易

协定竞争政策对缔约国竞争法的实体内容虽然未作限定， 但是要求国内竞争法必须与

区域贸易协定竞争规则相协调， 反垄断法区域性规则对国内竞争规则的强制性同构作

用日益明显， 如美国在竞争执法方面长期奉行 “长臂管辖”， 欧盟在贸易协定中纳入

竞争条款的原因之一是有意向其他国家出口自己的竞争制度 （Ａｙｄｉｎ， ２０１２） ［２６］。
因此， 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的信号效应对于东道国国内的制度环境具有修复作

用， 竞争立法体系尚未完善的东道国能够通过模仿性同构实现国内竞争法与区域贸

易协定竞争规则相协调， 进一步修复其国内政治制度环境， 从而吸引外资流入。

三、 模型设定、 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一） 模型设定

一国在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中引入的竞争政策条款深度越深， 那么释放其履行

承诺、 保护竞争的信号越强， 外资流入的概率越大。 本文借鉴 Ｋｅｒｎｅｒ （２００９） 的

做法， 在剔除双边国家签订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的样本基础上， 将第三方信号效

应引入到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计量模型中， 同时控制引力变

量、 东道国特征变量、 母国特征变量以及双边国家特征变量， 模型构建如下：

ｌｎＦＤＩｉｊｔ ＝ α０ ＋ α１ｄｅｐｔｈｏｊｔ －１ ＋ βＸ
→
＋ γｉ ＋ δ ｊ ＋ θｔ ＋ μｉｊ ＋ εｉｊｔ （１）

其中， ｉ 国表示母国， ｊ 国表示东道国， ｏ 国代表除 ｉ 国以外的其他国家， 被解释变

量 ｌｎＦＤＩｉｊｔ 表示 ｔ 年 ｉ 国对 ｊ 国的投资流量； 核心解释变量 ｄｅｐｔｈｏｊｔ 为 ｉ 国之外的其他国

家与 ｊ 国签署的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深度， 为体现区域贸易协定实施效果的时滞

性， 本文将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纳入基础模型； Ｘ→ 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 γｉ 、 δｊ 、
θｔ 、 μｉｊ 分别代表母国、 东道国、 年份、 母国—东道国固定效应； εｉｊｔ 为随机扰动项。

（二） 变量测度

１􀆰 外商直接投资流量

本文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国际投资统计数据库， 选取 ３６ 个

ＯＥＣＤ 国家对世界其他 １６９ 个国家 （地区） 的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作为被解释变量。
在数据处理过程中， 考虑到外商投资具有右偏性特征， 本文对外商直接投资流量进

行了 ｌｎ （１ ＋ ρ） 形式线性化处理 （ρ 为变量名称）。
２􀆰 第三方信号效应

本文借鉴 Ｈｏｆｍａｎｎ 等 （２０１７）［２７］的做法， 利用横向测度法， 首先对 ３６ 个 ＯＥＣＤ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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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与世界其他 １６９ 个国家 （地区） 纳入争端解决机制的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开展水平

测度， 具体为从区域贸易协定内容广度的视角进行横向加总， 其测算公式如下：

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 ∑
ｎ

ｋ ＝ １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ｋ

ｉｊｔ × Ｄｉｓｐｕｔｅｉｊｔ （２）

其中， 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为缔约国 ｉ 和 ｊ 的竞争条款深度，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ｋ
ｉｊｔ 为细分的具体条款，

若该条款 （ｋ） 在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中被提及， 则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ｋ
ｉｊｔ ＝ １， 若未被提

及， 则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ｋ
ｉｊｔ ＝ ０。 Ｄｉｓｐｕｔｅｉｊｔ 为是否纳入争端解决机制， 若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

策纳入争端解决机制则赋值为 １， 否则为 ０。 在此基础上， 本文将区域贸易协定竞

争政策的第三方信号效应测度如下：

ｄｅｐｔｈｏｊｔ ＝ ∑
ｒ， ｒ≠ｉ

ｄｅｐｔｈｒｊｔ ／ ∑
ｒ， ｒ≠ｉ

ｎｒｊｔ （３）

其中， ｄｅｐｔｈｏｊｔ 表示 ｊ 国在 ｔ 年与除 ｉ 国以外的其他国家 ｒ 国签署的区域贸易协定

竞争政策的平均深度。
３􀆰 其余变量

借鉴已有研究， 同时结合本文的研究设计， 选取以下变量以排除可能干扰自变

量对因变量影响的其他因素： （１） 双边引力变量。 殖民关系 （ｃｏｌｏｎｙｉｊ） ， 使用 １９４５
年以来两国之间是否存在殖民关系的虚拟变量， 若存在赋值为 １， 否则为 ０； 共同

语言 （ｃｏｍｌａｎｇｉｊ） ， 表示两国之间是否拥有共同官方语言的虚拟变量， 若存在赋值

为 １， 否则为 ０； 地理距离 （ｄｉｓｔｉｊ） ， 采用两国首都之间的地理距离衡量。 （２） 东

道国特征变量。 东道国市场规模 （ｇｄｐ ｊｔ） ， 采用国内生产总值衡量， 东道国市场规

模越大， 越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东道国人口密度 （ｐｏｐ ｊｔ） ， 使用东道国每平

方公里土地面积的人口数量进行衡量， 人口密度与投资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东道

国人口密度越大， 外商投资的概率也越大； 东道国通货膨胀水平 （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ｊｔ） ， 高

通货膨胀会增加企业成本， 提高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 蚕食企业利润， 不利于引进

外资。 （３） 母国特征变量。 母国市场规模 （ｇｄｐｉｔ） ， 采用国内生产总值衡量； 母国

人口密度 （ｐｏｐｉｔ） ， 使用母国每平方公里土地面积的人口数量进行衡量； 母国通货

膨胀水平 （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ｉｔ） ， 数据来源于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ＷＤＩ）。 （４） 双边国家

特征变量。 要素禀赋差异 （ｄｇｄｐｐｃｉｊｔ） ， 采用杨继军和艾玮炜 （２０２１） ［２８］ 的做法，
构建双边国家的收支差距作为要素禀赋差异指数， 公式为： ｄｇｄｐｐｃｉｊｔ ＝｜ ｌｎ（ｇｄｐｐｃｉｔ）
－ ｌｎ（ｇｄｐｐｃｊｔ） ｜ ， 收入水平差异越大的国家其重叠需求越少， 双边投资额也越少。

（三） 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基础数据主要源于世界贸易组织提供的区域贸易协定 （ＲＴＡ）
数据库、 ＯＥＣＤ 国际投资统计数据库、 世界银行 ＷＤＩ 数据库以及法国国际信息与

前景研究中心 （ＣＥＰＩＩ） 数据库等。 其中， 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的条款深度主要

是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中 ＲＴＡ 数据库的数据计算得到， 该数据库涵盖了 １９４８—２０２１
年包含竞争政策的 ２５３ 个区域贸易协定， 占通报生效协定总数的 ７２􀆰 ３％； ＯＥＣＤ 国

际投资统计数据库涵盖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 年 ３６ 个 ＯＥＣＤ 国家对世界 ２９３ 个国家 （地
区） 的外商直接投资量； 引力变量方面的数据主要来源于 ＣＥＰＩＩ 数据库， 东道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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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母国特征以及双边国家特征等控制变量来源于世界银行 ＷＤＩ 数据库。 受数

据可得性限制， 本文选取 ３６ 个 ＯＥＣＤ 外商直接投资母国与 １６９ 个外商直接投资东

道国作为样本， 时间区间为 ２００４—２０１９ 年。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

本文首先在未控制固定效应的基础上对基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具体结果如表 １
第 （１）、 （２） 列所示。 进一步， 为消除非观测效应， 本文控制了外商直接投资母国、
东道国、 时间固定效应以及母国—东道国双向固定效应， 以降低变量估计产生的内生

性偏误， 回归结果见表 １。 结果显示， 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的信号效应能够显著提

升东道国的引资水平。 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 一方面， 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规范

了缔约国和投资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给予投资者产权保护， 对东道国起到了束

手束脚的作用， 降低了投资的不确定性， 从而有助于吸引外资； 另一方面， 引入争

端解决机制后， 当东道国违反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时， 权益受到损害的投资国可

以通过硬性的争端解决机构维护自身权益， 抑制东道国事后的 “机会主义行为”。

表 １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 外商直接投资

（１） （２） （３） （４）

ｄｅｐｔｈｏｊｔ－１
０􀆰 ０７９∗∗∗ ０􀆰 ０３９∗∗∗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ｃｏｌｏｎｙｉｊ

１􀆰 ７８２∗∗∗

（０􀆰 １４６）
ｃｏｍｌａｎｇｉｊ

１􀆰 ０１１∗∗∗

（０􀆰 ０９５）
ｄｉｓｔｉｊ

－０􀆰 ２１２∗∗∗

（０􀆰 ０２２）
ｇｄｐｉｔ

０􀆰 ０８５∗∗∗ －０􀆰 １５７∗∗

（０􀆰 ００６） （０􀆰 ０６４）
ｇｄｐ ｊｔ

０􀆰 ２７７∗∗∗ ０􀆰 １２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６５）
ｐｏｐｉｔ

０􀆰 １５５∗∗∗ －０􀆰 ０３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４）
ｐｏｐ ｊｔ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７４
（０􀆰 ００８） （０􀆰 ０８６）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ｉｔ
－０􀆰 ０６７∗∗∗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ｊｔ

－０􀆰 ９１８∗∗∗ ０􀆰 ０９２
（０􀆰 １６３） （０􀆰 ０８８）

ｄｇｄｐｐｃｉｊｔ
－０􀆰 ０２２∗∗ ０􀆰 ０６４
（０􀆰 ０１０） （０􀆰 ０５４）

ｃｏｎｓ ０􀆰 ４２２∗∗∗ －６􀆰 ３１５∗∗∗ ０􀆰 ４８５∗∗∗ １􀆰 ５４２
（０􀆰 ０１０） （０􀆰 ３０４） （０􀆰 ００４） （２􀆰 ２３１）

母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东道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母国—东道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Ｎ ２１ ２０７ １６ ４８７ ２０ ９６８ １６ ２８９

Ｒ２ ０􀆰 ０１６ ０􀆰 ２７０ ０􀆰 ９４０ ０􀆰 ９４３
注： 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下的统计显著性； 列 （４） 中引力
变量因控制了母国—东道国双向固定效应而被线性化， 因此不汇报相关变量的结果， 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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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方面， 在未控制固定效应的模型中， 引力变量中殖民关系、 共同语言

的系数符号均显著为正， 地理距离的系数符号显著为负， 这些结论与经典的引力模

型是基本吻合的。 在东道国特征变量方面， 东道国经济规模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

东道国市场潜力越大， 对外资的吸引力越强， 东道国经济规模与外商直接投资存在

正相关关系 （Ｂｕｃｋｌｅ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２９］。 在母国特征变量层面， 母国经济规模以及

人口规模的系数显著为负， 可能的原因在于， 在逆全球化浪潮兴起以及地缘政治风

险频发等诸多不确定因素增加的背景下， 发达国家投资者的投资信心下挫， 投资策

略更为谨慎。
（二） 分条款回归

按照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的具体化程度从低到高可分为： 宗旨类条款

（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ｊｔ －１） 、 程序类条款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ｏｊｔ －１） 、 实体类条款 （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ｏｊｔ －１） 。 此

外， 借鉴林梦瑶和张中元 （２０１９） 的做法， 提取竞争政策条款中的两类核心条款，
一是横向原则类条款 （ｈｐｒｉｎｃｏｊｔ －１） ， 具体包括通知、 信息交换； 二是国有企业与指

定垄断类条款 （ ｓｏｅｏｊｔ －１） ， 具体包括授予职权、 非歧视待遇、 商业考虑以及垄断地

位的利用， 回归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分条款回归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 外商直接投资

一般性条款 核心条款

（１） （２） （３） （４） （５）

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ｊｔ－１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８）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ｏｊｔ－１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０）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ｏｊｔ－１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７）

ｈｐｒｉｎｃｏｊｔ－１
０􀆰 ０４７∗∗∗

（０􀆰 ０１７）

ｓｏｅｏｊｔ－１
０􀆰 ０４４∗∗

（０􀆰 ０１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母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东道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母国—东道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１６ ２８９ １６ ２８９ １６ ２８９ １６ ２８９ １６ ２８９

Ｒ２ ０􀆰 ９４３ ０􀆰 ９４３ ０􀆰 ９４３ ０􀆰 ９４３ ０􀆰 ９４３

注： 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下的统计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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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显示， 程序类条款、 实体类条款的内容深化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促

进作用， 程序类条款主要涉及通知程序、 信息交换、 产业政策协商等， 通过明确信

息交流与竞争执法的原则， 向潜在的投资者显示东道国竞争合作与协调程序的完

备， 有助于提升投资者信心， 扩大外资流入。 实体类条款主要覆盖竞争垄断协议、
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及控制企业合并等， 这类条款明确了对反竞争行为的认

定， 以及出现反竞争行为时， 政府应该如何选择合法程序进行规制， 实体类条款构

成了国际反竞争商业行为的支柱， 是东道国政府显示公平竞争制度的重要信号， 有

助于吸引外资的流入。 相比较而言， 宗旨类条款旨在明确区域贸易协定中竞争政策

的总体性目标， 其内容大多是概括性的， 不涉及具体性条款， 对于引进外资的促进

作用不显著。
针对核心条款的回归结果显示， 横向原则、 国有企业与指定垄断对吸引外资具

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横向原则类条款旨在确保任何禁止反竞争商业行为的措施

都应该遵循透明度、 非歧视、 执法程序公平等原则， 以实现程序上的透明和最终实

体的公平， 横向原则类条款越多， 东道国向外界释放公平、 透明、 可预期竞争环境

的信号越强， 也就越有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 国有企业与指定垄断类条款

旨在为国有企业和私有竞争者之间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一般不排斥维持国有企业

本身的权利， 其要求国有企业购买或销售相关货物、 服务时应基于商业考虑， 采取

非歧视原则， 政府对国有企业、 指定垄断企业的监管是以竞争中立的方式进行的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可见， 国有企业与指定垄断类条款有助于限制东道国对

国有企业的特殊待遇， 实现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公平竞争， 增强外资企业的投资

信心。
（三） 北美模式与欧洲模式

区域贸易协定中缔约国关于竞争政策的实质性原则、 适用程序、 核心条款、 竞

争管理机构等方面的趋同程度越来越高， 但条款内容的侧重点、 争端解决规定方面

仍然存在较大差异， 形成了不同的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规范模式。 北美模式注重

程序类规定， 强调竞争执法中的国际合作与协调问题。 制定详细的国有企业与指定

垄断规则， 该部分义务为硬性义务， 适用自由贸易协定设立的争端解决机制， 其他

条款强调国内竞争法与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的相互协调， 没有设定严格的争端解

决方法， 不承担强制性义务。 欧洲模式注重实体类规定， 明确规定了缔约国应该禁

止的反竞争商业行为， 运用仲裁的方式解决争端问题， 使得竞争条款中为缔约国设

立的义务具有国际法上的约束力。 学者们将北美模式称为软机制合作模式， 而将欧

洲模式称为实体法协调模式 （骆旭旭， ２０１１； 钟立国， ２０２０）。
参考钟立国 （２０２０） 的做法， 本文将欧盟、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 土耳其

与他国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视为欧洲模式， 将北美三国、 中南美洲部分国家与他国

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视为北美模式。 表 ３ 显示， 欧洲模式下竞争条款对引进外资的

影响显著为正， 北美模式则不显著。 其主要原因在于： 欧洲模式强调实体类规则，
对限制成员方企业反竞争以及商业限制行为都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并且采用仲裁

或专家组解决争端问题， 呈现硬机制协调的方式， 释放东道国保护公平竞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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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信号”。 相比较而言， 北美模式多数针对的是程序类规定， 竞争条款本身无法

给潜在的投资者传达公平竞争的可信承诺。

表 ３　 不同模式的回归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 外商直接投资

欧洲模式 北美模式

（１） （２） （３） （４）

ｄｅｐｔｈｏｊｔ－１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控制变量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母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东道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母国—东道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Ｎ ２０ ９６８ １６ ２８９ ２０ ９６８ １６ ２８９

Ｒ２ ０􀆰 ９４０ ０􀆰 ９４３ ０􀆰 ９４０ ０􀆰 ９４３

注： 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表示 ５％水平下的统计显著性。

（四） 稳健性检验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稳健性检验： 第一， 更换变量测度方法。 一方面， 对

于核心解释变量， 本部分基于 ＣＥＰＩＩ 数据库双边国家是否相邻的数据， 选择与投资

国地理距离相邻的国家 （而不是全部国家） 测算信号效应； 另一方面， 对于被解

释变量， 本文基于 Ｂｕｒｂｉｄｇｅ 等 （１９８８） ［３０］的研究， 对外商直接投资流量数据进行反

双曲正弦变换， 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 ４ 的第 （１）、 （２） 列所示。 第二， 缩尾处理。
在对外商直接投资流量数据进行反双曲正弦变换的基础上， 本文对模型中所有连续

型变量进行 ２％的缩尾处理， 防止极小值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 第三， 更换计量方

法。 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估计方法对基准模型重新回归， 在此基础上将未纳入争

端解决机制的第三方信号效应作为核心变量， 进一步检验竞争政策的引资效应， 回

归结果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的第 （１）、 （２） 列结果表明， 更换核心变量测度方法后， 区域贸易协定

竞争政策条款信号效应的回归系数显著高于基准回归结果的回归系数， 其原因可能

在于： 地理位置邻近国家的同群效应更强， 相邻国家签订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更

容易影响东道国的行为决策， 从而向投资母国释放更强的信号效应 （李长青等，
２０２１） ［３１］。 第 （３） — （６） 列表明， 剔除变量的异常值或者更换计量回归方法不

会对回归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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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

项目

被解释变量： 外商直接投资

调整核心变量测度 缩尾处理 更换计量方法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ｄｅｐｔｈｏｊｔ－１
０􀆰 ０５４ ０􀆰 ２０９∗∗ ０􀆰 ０３８∗∗∗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３∗∗

（０􀆰 ０３７） （０􀆰 ０８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控制变量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母国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是 否 否

东道国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是 否 否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母国—东道国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Ｎ ２２ ２５９ １７ ３２６ １７ ５０６ １７ ３２６ ２２ ４９０ １７ ５０６

Ｒ２ ０􀆰 ４９５ ０􀆰 ５４５ ０􀆰 １０５ ０􀆰 ５７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６

注： 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下的统计显著性。

五、 扩展研究

（一） 内生性处理

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的第三方信号效应对外商投资的影响存在内生性： 一是

遗漏变量偏误， 为此， 本文在模型中引入了母国、 东道国、 时间以及母国—东道国

固定效应，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遗漏变量导致的模型内生性问题； 二是双向因果

导致的内生性， 即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能够通过信号效应吸引外商投资， 但是引

资规模越大的国家， 越倾向于签订竞争条款深度水平一体化的贸易协定。 因此， 本

文重点考察因双向因果关系导致的非一致估计。
本文主要采用以下两种方法： 一是工具变量法。 本文借鉴刘斌等 （２０２１） ［３２］的

研究， 选取东道国与第三方国家到赤道距离差的倒数×年份 （ｄｉｓｏｊｔ －１） 作为核心解释

变量的工具变量， 主要原因在于， 一方面， 各国到赤道距离的差无法改变， 满足工

具变量的外生性假设； 另一方面， 各国到赤道的距离越接近， 规制融合的概率越

高， 签订区域贸易协定的可能性就越大， 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假设。 二是加入核

心解释变量的前置项。 若模型不存在双向因果的非一致估计， 则引入核心解释变量

的前置项不会对外商投资流量产生显著影响。 回归结果如表 ５ 所示。 结果表明， 在

采用工具变量方法重新估计之后， 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第三方信号的引资效应仍

然显著为正； 在纳入核心解释变量的三期前置项之后， 核心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仍然

对外商投资流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而三期前置项则为正但不显著， 进一步验证

了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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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内生性处理的回归结果

变量

工具变量法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ｄｅｐｔｈｏｊｔ－１ ｌｎＦＤＩｉｊｔ

加入前置项

ｌｎＦＤＩｉｊｔ ｌｎＦＤＩｉｊｔ

ｄｅｐｔｈｏｊｔ－１
０􀆰 ０３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ｄｉｓｏｊｔ－１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１）

ｄｅｐｔｈｏｊｔ＋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ｄｅｐｔｈｏｊｔ＋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８）

ｄｅｐｔｈｏｊｔ＋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母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东道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母国—东道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３８０􀆰 ４２１ ３８０􀆰 ４２１ —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３３２􀆰 ０７０ ３３２􀆰 ０７０ — —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Ｎ １６ ４５９ １６ ４５９ １３ ９７４ １２ ０９６

注： 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 １０％水平下的统计显著性。

（二） 机制分析： 信号补偿效应与信号修复效应

信息经济学认为， 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 信息偏在的一方应该通过信号传递机

制将其私人信号传递给另一方， 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作为东道国传递给投资者的

二次信号， 对于东道国国内竞争制度 （或称一次信号） 具有信号补偿作用。 本文

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ＩＭＦ） 的做法， 将东道国划分为发达国家 （地区） 和发

展中国家 （地区）， 并进一步将 ＯＥＣＤ 发达国家与东道国发达国家的配对命名为北

—北国家对， 将 ＯＥＣＤ 发达国家与东道国发展中国家的配对命名为南—北国家对。
基于信号补偿效应分析， 发展中国家的竞争立法体系尚未完善， 南—北国家对

签订竞争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 宗芳宇等 （２０１２） ［３３］发现， 双边投资

协定作为特殊保护制度， 能够弥补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不足， 对制度环境较差的缔约

国的投资促进效应更显著。 因此， 南—北国家对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更具

备信号修复效应。 此外， 叶光亮等 （２０２２） ［３４］指出， 竞争政策实施的着力点主要是

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通过维持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改善制度环境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ｒｑ ｊｔ ＝ β０ ＋ β１ｄｅｐｔｈｏｊｔ －１ ＋ βＸ
→
＋ γｉ ＋ δ ｊ ＋ θｔ ＋ μｉｊ ＋ εｉｊｔ （４）

ｌｎＦＤＩｉｊｔ ＝ ϑ０ ＋ ϑ１ｄｅｐｔｈｏｊｔ －１ ＋ ϑ２ｒｑ ｊｔ ＋ ϑＸ
→
＋ γｉ ＋ δ ｊ ＋ θｔ ＋ μｉｊ ＋ εｉｊ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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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 为进一步考察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信号补偿效应和信号

修复效应， 本文采用东道国制度环境 （ｒｑｊｔ） 作为中介变量， 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系统

考察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的第三方信号影响外资流入的具体路径， 回归结果见表 ６。

表 ６　 信号补偿效应与信号修复效应的回归结果

变量

信号补偿效应 信号修复效应

（１） （２） （３） （４）

北—北 南—北 ｒｑ ｊｔ ｌｎＦＤＩｉｊｔ

ｄｅｐｔｈｏｊｔ－１
０􀆰 ０４０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６∗

（０􀆰 ０４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ｒｑ ｊｔ
０􀆰 ７２８∗∗∗

（０􀆰 ２２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母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东道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母国—东道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Ｎ １６ ２８９ １６ ２８９ ５０ ６９０ １６ ２８９

Ｒ２ ０􀆰 ９１９ ０􀆰 ９１９ ０􀆰 ７９７ ０􀆰 ９１９

注： 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 １０％水平下的统计显著性。

表 ６ 第 （１）、 （２） 列显示， 南—北国家对签订的竞争条款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

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而北—北国家对为正却不显著， 与Ｍｅｄｖｅｄｅｖ （２０１２）［３５］的结论是吻

合的， 即区域贸易协定促进缔约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流入主要是由发展中国家推动的，
存在信号补偿效应。 究其原因在于： 发达国家的国内竞争立法相对比较健全， 对于限制

竞争协议、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企业合并等反竞争商业行为有明确的界定， 列举了竞争

适用豁免条款， 在执法方面具有专业化的执法体系和执法机关。
相比较而言， 发展中国家的竞争立法体系不健全， 表现为法规体系不完整， 概

括类条款多， 可操作性差， 法律威慑力不足， 无法给投资者提供稳定的预期。 此外，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环境不完善， 因而产生的信号修复效应更为明显， 因此需要在

区域贸易协定中引入竞争政策， 为其保护外资公平竞争的承诺进行 “背书”。 表 ６ 第

（３）、 （４） 列的结果显示， 东道国监管质量的提升有利于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
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通过信号修复效应提升东道国监管质量， 引致外资流入增加。

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文本分析法， 对 １６９ 个国家 （地区） ２００４—２０１９ 年的竞争条款开展

了水平测度， 实证考察了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研究结果

表明： 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在信号效应下显著提高了缔约国的 ＦＤＩ 流入， 并且协

定文本的内容深度越深， 对外资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针对竞争条款的分类别回归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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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显示， 宗旨类条款的信号效应不显著， 程序类条款和实体类条款对吸引外资具有

显著的促进作用； 欧洲模式强调引入实体类规则， 主张采用仲裁或专家组解决争端

问题， 呈现硬机制协调的方式， 对引进外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而北美模式的法

律约束力弱， 无法给潜在的投资者传达公平竞争的可信承诺。 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

策作为二次信号对东道国国内竞争法 （或称一次信号） 具有补偿效应， 在竞争法

不健全、 政治风险高的国家， 贸易协定中纳入竞争政策的引资效应更显著。 对此，
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 对标高标准国际竞争规则， 加强竞争执法的区域合作。 经济全球化带来

了跨国并购以及跨国性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如果各国反垄断机构不能够在全球范

围内开展合作， 可能会导致对企业跨国经营的监管失效。 竞争执法的国际合作主要

包括信息共享和咨询、 技术和能力援助、 竞争政策的趋同和协调等。 当一国发生限

制竞争的行为损害了另一国利益时， 另一国有权请求该国实施必要的行为， 以纠正

这种限制竞争行为产生的不利影响， 本国对于该请求应该给予 “充分的善意的考

虑”。 同时， 加强竞争执法机构的合作， 有助于不同国家的竞争执法机构对市场主

体的相同行为做出相同或者趋同的裁决， 降低企业的合规成本。
第二， 完善竞争政策框架， 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 加快对 《反垄断法》

的修订工作， 增加并细化反行政垄断的内容， 全面落实公平的竞争审查制度； 规

范执法程序， 突出透明度和执法监督， 强化市场监管机构对公平竞争政策的审

查。 在要素获取、 市场准入和退出、 经营运行、 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 平等

对待各类所有制企业。 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 要求竞争政策统领和协调其

他各项经济政策及法律法规， 特别是产业政策要从选择性向功能性、 倾斜性向竞

争性转型， 要服从于竞争政策， 与竞争政策保持兼容性。 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

位， 有助于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动力， 形成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
第三， 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与指定垄断已成

为区域贸易协定关注的核心条款， 北美模式在此方面更是为成员设定了具体义务，
并且该义务多数适用于争端解决机制。 对此， 我国要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监

管力度，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推行分类改革与分类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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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ＲＴＡ，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责任编辑　 王　 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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